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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调整与网络再造：乡村工业的
时变之应*

——基于温州涧村童装产业变迁史的考察

■张文军

［内容提要］通过对温州涧村童装产业四十年来变迁史的考察，本文发现，在地方政策、市场环境和社会关

系都无法提供必要支持时，仰赖这三重要素成长起来的乡村工业通过关系调整与网络再造进行应对。在

打破嵌入性悖论的基础上，童装厂商、外加工厂商和销售商凝结为实质合作的通合性网络，以此解决多重

要素失灵的问题。作为乡村工业保持韧性的关键，关系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抛舍与割裂，相反，其得以调整

的内在基础恰恰在于经济生活中的道义与伦理。接续“乡村工业何以合作”这一问题，不同于股份合作制

或有限责任制等组织形态，这一无形的通合性网络在实质意义上构成了乡村工业走向合作的另一种面向。

［关键词］乡村工业 温州模式 嵌入性 实质合作

张文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Zhang Wenju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本研究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集体经济与乡村

公共性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2JJD840002）的支持。

一、问题的提出

1986年，到访浙江温州的费孝通看到了一幅

完全不同于苏南地区的工业生产画面：集聚在村

庄和乡镇的家庭工厂，大大小小的纽扣、编织等

专业市场，还有穿梭在全国各地的购销员队伍。

对于这种乡土经济，费孝通将其特点总结为“以

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费孝通，2009a：
98），在无孔不入的民间流通网络带来的巨大市

场下，家庭生产迸发出充分的活力，并形成了一

种自发的、扩张的经济秩序（杜润生，2001）。从

现实来看，作为乡村工业的一种重要类型，“温州

模式”早已跨出区域，在整个浙江乃至全国都具

有借鉴意义，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

要引擎之一（科斯、王宁，2013：95）。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乡村工业的弊病逐

渐显现，温州的私营经济也饱受争议。一方面，

温州模式下分散生产的家庭工厂被认为不符合

乡村工业合作化的发展方向，相较于小规模家庭

生产，集体经济模式具有更强的适用性（黄宗智，

1992：323-324）。另一方面，在家族式经营、人格

化交易等特征下，温州企业面临着严重的发展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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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史晋川，2004；陈国权、曹伟，2013）。“温州模

式在二三十年之后将消失”的论断曾一度沸沸扬

扬，并成为学界论辩的焦点（史晋川，2003；张仁

寿，2004），将传统的组织形式、交易方式和产业

结构调整至现代公司制和市场交易方式（董辅

礽，2002；史晋川、朱康对，2002），被视作温州企

业应有的朝向。

事实上，确实有一部分温州企业走出乡村，

转型为现代企业，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不过，

仍然有相当一批私营小微企业活跃在乡村和集

镇之中，并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2019
年，温州有约 24万家小微企业，而在 2021年，在

册小微企业超过 33万家，这一数字目前仍在增

加。从整个浙江省来看，2018年，共有 205万家小

微企业，从业人员 1512万人；到 2021年，全省的

小微企业已经达到 282.61万家。①无论是经济贡

献还是社会效益，小微企业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现实来看，这一基数庞大的小微企业虽然并未

转型升级，但也没有如不少人预想中那般在市场

经济的竞争中走向消亡，仍然保持着相当强的弹

性与韧性（付伟，2021）。基于此，本文的问题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乡村工业为何具有如此韧性？

在对温州乡村工业变迁过程和当下形态进行考

察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回应这一问题，并进一步

对乡村工业发展的整全面貌和可能路径做出补

充和丰富。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厘清支撑中国乡村工

业发展的因素和条件。对此，学界主要存在三种

解释：

第一，多重激励结构下的地方政府和官员为

乡村工业的发展“保驾护航”。改革开放之后，伴

随着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地方政府在可信性承

诺下具有维护市场的更加充足的经济决策权和

管理权（Montinola，Qian & Weingast，1995）。同

时，以“分权”为核心的财政包干制明确了中央和

地方的财政收支权限，在超出包干基数的留成和

以企业上缴利润作为预算外收入的激励下，地方

政府将推动基层工业化发展作为增加财政收入

的主要来源（Wong，1992；白苏珊，2009；周飞舟，

2012：34-41），通过提供商业信息、集体融资和控

制原料配给等方式，积极为企业的经济增长服务

（Oi，1995）。在 20世纪 80年代，这种支持不仅体

现在乡镇和村庄集体企业的飞速发展上，私营企

业同样在“庇护”下快速崛起。就温州而言，在当

地官员和企业主的利益联盟下，前者为后者提供

着诸如官方交易证明（Liu，1992）、“戴红帽子”

（Tsai，2007：160-165）、“借红帽子”（曹正汉，

2006：95-107）等商业庇护。进入 90年代，中小型

私营企业被更加显性地纳入政府的支持范围，从

贷款的审批、发放，到市场的建立，均享受政策优

待（Oi，1999：129-131）。整体来看，无论是地方

政府的支持，还是企业与地方官员的联盟，都彰

显出政治环境对于乡村工业发展的重要性。

第二，产业集群的成型为乡村工业的发展和

扩散提供了易获取且低成本的经济要素，并形成

竞争优势。对于小企业而言，在地理上聚集形成

的“外部规模经济”能够为这一区域带来充足的

专业化供应商、熟练的劳动力队伍，以及知识和

技能的外溢（Marshall，2013：222-231）。同时，在

集群的互助与竞争氛围下，上下游之间的扩散效

益不断生成，不同企业之间的联结愈加紧密，产

业集群由此具备了分散生产和简单加总难以比

拟的效率，并充分体现在不同区域的竞争优势中

（波特，2002：139-149）。这种产业的集群效应，

见于世界多地。以意大利为例，二战后经济腾飞

的重要引擎就在于小企业在协作的基础上形成

了诸如普拉托纺织业等集群，并由此做出了不逊

于大企业的经济贡献（Bellandi，2002；Becattini &
Coltorti，2006）。在温州乡村工业的发展过程中，

产业集群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张仁寿、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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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产业形态非常普遍

（徐维祥，2001）。在吸纳效应下，产业集群打破

了 小 企 业 的 进 入 壁 垒（Bellandi & Lombardi，
2012），并通过资金的获取、信息和技术的流通以

及经营风险的分散，使得工厂在降低交易成本的

同时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朱秋霞，1998；黄祖辉

等，2007）。正是由于产业集群的形成，温州乡村

工业内部的分工协作进一步精细化（林培云，

2000），发挥出“块状经济”的独特优势。

第三，不同于上述从政治环境和规模经济两

个偏外部视角解释的思路，社会关系成为考察乡

村工业内在运转的关键要素。倪志伟、欧索菲

（2016）在对浙江私营经济的研究中发现，私营经

济的发展依赖于经济活动者之间社会关系的支

撑，通过嵌入关系网络中的非正式社会规范，行

动者在原料供应与产品销售，资金获取和技术支

持等方面进行着长期且持续性的合作。对于乡

村工业而言也是如此，在内部嵌入家族亲缘为主

的关系网络，在外部则建立起一个跨越自身边界

的关系网络，并逐渐扩展至其他地区，搭建起一

个广阔的原料供给和产品销售市场（Lin，1995）。

这一点，在温州模式中已有诸多体现。一方面，

就内部运作而言，在以家族和熟人为中介的社会

网络中，最初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分工迅速扩展

（白小虎，2012），进而在专业市场的基础上进行

资源集聚（蔡宁、吴结兵，2007：48）；另一方面，在

外部流通上，20世纪 80年代遍布全国的购销员开

始将订单带回家乡，分给各户生产，在全面铺开

的流通网络的刺激和亲缘地缘关系的推动下，家

庭工业的外部市场被迅速打开（费孝通，2009a：
97-100）。而即使离开家乡，无论是亲友相带的

“链式流动”（项飚，2000：108-113），以亲缘或情

谊为基础的“生产-销售”网络（项飚，2000：146-
148），还是以亲朋关系为前提的经济互助式的筹

资（王春光，2000），都彰显出社会关系网络在经

济活动中的深度嵌入，这也成为温州经济迅速发

展的重要原因。

综合来看，上述三类分析分别从政治结构、

经济环境和关系网络方面对乡村工业的发展作

了解释，并充分厘清了支撑温州乡村工业的要素

和条件。事实上，对于乡村工业的发展而言，地

方政策的支持、产业集聚的效用和社会关系的联

结并非独立产生影响，而是在共同作用下推动乡

村工业的前进。无论是获取地方政府与官员的

庇护，还是集群内企业间的协作，都离不开社会

关系的支撑；同样，关系网络在生产和销售上的

运转，也依赖地方政策和市场环境的支持。从现

实来看，这个三维框架无论是从解释范围，还是

从解释力度来看，都有相当强的说服力。但是，

如果用这一框架来分析温州模式的发展和转型

过程，便存在一定的解释困难。从经验来看，本

文所分析的温州涧村童装产业的前期发展确实

离不开这三种因素的共同支撑，但是难以解释的

现象是 2010年后，当地方政策不再支持、市场环

境持续恶化、社会关系紧张失效时，涧村的童装

产业并没有走向消亡，而是在挣扎中重新发展。

基于此种理论和经验上的张力，通过设定条件，

本文进一步细化研究的问题：在地方政策、市场

环境和内在关系网络无法提供必要支持时，乡村

工业是如何应对并保持韧性的？本文以涧村的

童装产业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呈现这一具有典型

温州模式特征的乡村工业近四十年的变迁史，在

过程中凸显乡村工业的时变之应及内在机制，进

而回答这一问题。

涧村位于温州市滨江县丰水镇②南部，村庄

面积 500余亩，现有人口 400余户，1700余人。自

1983年村庄中第一家童装工厂成立以来，前后共

建成约 400家童装厂。同时，在这一劳动力密集

型产业的带动下，涧村共有来自江西、贵州、安徽

等地的务工人员近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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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料的搜集上，本文使用了深度访谈和半

参与式观察法。2020年 8月，笔者围绕“乡村工业

发展与转型”这一主题，先是来到温州涧村，随后

前往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进行调研。2021年 4月
至 8月，笔者又两次来到涧村，并在此基础上前往

杭州市四季青服装批发市场和北京市百荣世贸

商城进行调研。在这一过程中，笔者共对 29家童

装工厂（其中涧村 24家、织里镇 5家），7家外加工

厂的多位老板和工人，以及 4位布料商和 8位销

售商进行了访谈，并多次前往童装工厂车间，参

与生产商、布料商、销售商、外加工厂商和工人等

群体的互动，进行观察和记录。除此之外，笔者

先后访谈了涧村的 4位在 1990年至 2020年间任

职的主要村干部，并在滨江县档案馆、滨江县人

民法院获得了大量一手的文件、记录和案件

资料。

二、乡村工业的勃兴：三重要素

的合力支撑（1983—2010）
从发展过程来看，从乡土中成长起来的涧村

童装工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1983年，52岁的

梅芝雅从丰水服装鞋帽厂退休，在涧村开办了第

一家童装厂——利嘉童装厂。生产地点就在梅

芝雅的家中，工人主要是梅芝雅的家人和村里有

空闲时间的妇女。创办初期，童装厂的规模较

小，面料和辅料主要是从温州土特产公司等单位

进货，而成衣则在温州市区、瑞安等地的童装店

销售。一段时间之后，部分在利嘉童装厂做工的

女工逐渐自立门户，在各自家中办厂。1992年，

涧村的童装工厂达到 80余家，同时有 1家服装辅

料工厂，3家配套服务商店，已经初具规模。到

2010年，村庄中的童装工厂已经有 400余家，外地

务工人员过万，在全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整体

来看，在不足三十年的时间里，涧村童装产业的

快速发展主要依靠三方面的因素：地方政府的支

持、产业集群效应的形成，以及社会关系基础上

分销渠道的成型。

第一，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童装工业小区

逐渐建立，涧村的童装企业获得了必要的生产用

地。长期以来，涧村的家庭工厂都以自家住宅作

为生产场地，现有的生产、仓储和陈列条件远远

难以支撑生产规模的扩大，也无法解决外来工人

的住宿问题。同时，村庄建设缺少规划，住宅建

造混乱，严重影响童装产业的运转。③为了解决

这些问题，涧村村委会不断向乡镇和县政府申请

建设童装工业小区，以求获取工业用地，扩大生

产规模。从童装工业小区的建设过程来看，地方

政府给予的支持非常关键。一方面，童装工业小

区的立项得益于地方政府提供的“合法性”基础。

当村委会提出工业用地申请时，一开始并未被批

准，直到滨江县政府官员给出“建议”，正如时任

村委会主任的林松柏所言：“私人（企业）审批土

地，县里拿不定主意，政策上没有这个先例。他

们指点我找到这三份文件，然后拿出一份详细的

可行性报告，证明我们有实力有基础搞这个工业

小区，然后再向县里申报。”④正是凭借三份文件

中关于个体私营企业生产经营用地的相关表述，

村委会开始行动。1997年 3月，在滨江县政府的

支持下，涧村征地 100亩，开始建设总面积为

133200平方米的童装工业小区。另一方面，在童

装工业小区建设的具体过程中，县乡两级政府也

提供了诸多帮助。1998年 3月，丰水镇政府举行

涧村童装工业小区建设项目土地调剂协调会议，

将涧村附近十个村庄坐落在小区项目范围内的

集体非耕地调剂给涧村，⑤由涧村统筹处理。此

时，涧村童装工业小区已经被列为滨江县工业园

区建设重点项目。

随着童装工业小区的建设，涧村共有 27家工

厂获得工业用地，村庄的一些基础设施也得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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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和翻新。2000年，涧村的童装工厂申请进一步

扩大生产规模。同年 7月，滨江县发展计划委员

会将另外 19家企业的追加自筹基建项目列入当

年的农村集体投资计划；年底，童装工业小区的

厂房落成，多家工厂开始扩大生产规模，大量外

地工人涌入。此时，涧村的童装企业已经超过

200家，发展势头迅猛 。

第二，伴随企业的增多，产业的集群效应逐

渐展现，在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集聚下，涧村童

装产业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整体竞争力的商业社

群。就劳动力而言，在可观的薪资和大量的劳动

需求下，来自四川、贵州、云南、安徽等地的大批

工人加入涧村的童装生产。2005年至 2010年间，

村里的童装工人已经破万，远远超过本村人的数

量。这一稳定且充沛的劳动力团队，充分保障了

童装企业的生产。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工厂被

吸纳至这一生产体系中。在规模效应下，除本村

人外，邻近村庄和乡镇的老板也开始在涧村投资

办厂，多家打版坊、布料行、辅料行、托运站也在

这一时期进驻。

与此同时，对于企业而言，产业集群的形成

也有效降低了生产和交易成本。一方面，集群内

的企业在上下游企业的联动中能够以较低成本

进行原料采购、加工和运输；另一方面，集群也能

够为企业间技术和经验的扩散提供基础，就产品

的开发而言，当一家工厂采用新的针织、水洗技

术，或者使用新的面料之后，其余工厂往往会非

常迅速地模仿和学习到这些技术。整体来看，集

群的形成，使得涧村童装产业在全国童装市场中

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吸引了大批客商前来采购。

第三，在社会关系的深度联结下，涧村童装

产业的分销渠道逐渐成型，并形成一个坚固稳定

的销售市场。2005年，在和杭州批发商协商之

后，涧村童装厂商开始在杭州市场“控货”，即每

家童装工厂在杭州只给一家批发商供货，同一品

牌不能出现在多家店铺中。在此之前，涧村的每

家童装工厂在杭州一般有三四家批发商。就最

后选定的合作者来看，基本上都是厂商原本便熟

悉的在杭经营的温州人。事实上，同乡关系为控

货模式的形成和持续提供了基础和保障。对童

装厂商来说，在杭州销售市场足够广阔的情况

下，控货意味着能够占据批发商的“主推”位置，

获得批发商的优先推荐。对于杭州批发商而言，

控货则能够避免同行间的恶意压价。

在控货模式下，童装厂商与销售商的关系愈

加紧密，这种联结也确实快速推动了涧村童装产

业的发展。除享受优先推荐之外，童装工厂能够

在最大程度上得到销售商的支持。一方面，童装

工厂能够版版发货，销售商会无保留地进行推

销。⑥对于没有控货的童装工厂，批发商只会挑

拣部分满意的版型进行销售，如果销售情况不

佳，则会退货处理。但是对于控货的童装工厂，

不用经过批发商的允许便可以直接将生产的新

版全部发出，即使市场反响不佳，销售商也会尽

可能帮助消化。在销售倾斜和风险共担的情况

下，童装工厂的生意能够得到保障。另一方面，

杭州的销售商也会根据市场行情实时地进行反

馈，以保证童装工厂能够迅速做出调整。从实践

来看，销售商对童装工厂的“指导”是全方位的，

前者会根据销售情况指出版型、面料、做工等方

面的问题，并给予具体建议。在这种密切联系

下，童装工厂能够获取最新的市场信息。而对于

杭州的销售商，涧村的厂商也会主动将临近杭州

的常熟、义乌、上海等二级批发市场的出货权

“让”给对方，自己不再向这些区域的客户发货，

由此保证杭州批发商的生意。⑦2005年至 2010
年间，杭州成为涧村童装的主要销售地，建立在

同乡基础上的厂商和销售商的关系不断深化，早

已超越纯粹的生意合作，深度嵌入对方的日常生

活和人情往来。举例而言，2021年 8月，涧村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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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厂商倪雄的母亲去世，销售商林峰从杭州赶到

温州，陪同倪雄守夜，并在老人出殡之后才返回

杭州。这种超越生意的往来，实质上促成了厂商

和销售商更紧密的联结。也正是在附着于关系

网络的销售渠道的稳定输出下，涧村迎来童装生

意最火热的五年。

整体来看，涧村童装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三重

因素的支撑。其一，地方政府在童装工业小区项

目的运作下，改善了涧村的基础设施，帮助企业

获得珍贵的生产用地，为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提

供了基础。其二，产业集群的形成进一步促进生

产要素的集聚，显著降低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

本，并提升了涧村童装产业在全国市场的知名度

和竞争力。其三，涧村童装厂商和杭州销售商之

间的深度联结，在控货模式下愈加紧密，童装企

业的销售市场逐渐成熟稳定。正是在这三重因

素的共同作用下，涧村童装产业在不到三十年的

时间内迅速发展起来。到 2010年，整个村庄童装

产业的产值已经超过 10亿元。

三、陷入困境：支撑体系

的瓦解（2010—2015）
2010年至 2015年，涧村的童装企业开始走下

坡路，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地方政策红利逐渐消逝，地方政府注

意力转移的负面效应开始呈现。在 2000年至

2010年间，涧村童装产业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

因在于童装工业小区项目顺利通过工业用地的

审批，进而建设厂房，生产规模得以扩大。但是

在这十年中，地方政府在税收等因素的考量下，

已经开始将地方工业发展的中心从在乡村聚集

的传统工业小区，转向在城镇集聚，强调统一规

划与纵深发展的特色工业园区（刘亭，2000），被

认为“产业层次低、组织化水平低、集聚程度低”

的乡村工业在政策层面开始遇冷。这一点充分

体现在滨江县的产业布局中，镇级工业园区的建

设成为重点，村级工业小区已经不在发展规划

之中。

对于涧村而言，其推动童装企业组织化和规

模化生产的做法也因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审批的

收紧而频频受阻。2001年 9月，涧村村委会向县

政府递交建设第二期童装工业小区的申请，想要

申请土地 19980平方米。2003年 6月，涧村村委

会以解决 120家工厂的生产问题为名，向县政府

申请建造占地 17316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和占地

7326平方米的集体宿舍。⑧7月，为了解决工业

用地紧缺和普遍存在的“三合一”现象，村委会再

次提交申请。⑨不过，以上申请都无疾而终。从

效果来看，地方政策的转向虽然并未即时伤害到

童装工厂的运行，但其埋下的隐患却在 2010年之

后逐渐发酵。2012年 8月，在县公安消防局等部

门的排查下，涧村有 12家企业因为存在严重的

“三合一”问题被临时查封，涧村童装工业小区也

被列为全市 26处重大火灾隐患集中整治区域之

一。面对持续不断的厂房整改和消防检查，涧村

的童装企业疲于应付。整体来看，涧村童装产业

在 2000年至 2010年间的迅速发展并没有解决繁

荣背后的潜在问题，2010年后，地方政策的转向

对乡村工业的负面效应开始集中发酵，并直接冲

击了童装产业的发展。

第二，在湖州织里童装生产基地这一规模更

大的产业集群的冲击下，涧村童装产业的竞争优

势逐渐消减。当涧村的童装企业逐渐不受地方

政府青睐时，在四百公里之外，湖州织里镇的童

装产业集群正在扩大。2006年，织里镇政府开始

规范童装生产，引导工厂进园。2008年，织里镇

开始建设标准厂房园区。⑩两年之后，“织里中国

童装城”落成，从面辅料配备，到设计研发，再到

生产销售的产业链更加完整，织里镇也成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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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最大、分工协作最为高效的童装产业集群地

（南太湖社会治理研究院［编］，2020）。

凭借产业集群的扩大和规范化，织里镇逐渐

成为一个涵括多个种类和段位的“全品类”童装

生产基地（张晓波、阮建青，2011：159-180）。在

这一规模更大的产业集群的竞争下，涧村的童装

生意受到较大冲击。由于织里镇的地理位置优

越，距离杭州、上海、南京等城市较近，且集群内

企业数量更多，产品门类齐全，因此批发商更愿

意前往织里镇打货。正如从涧村搬到织里镇的

厂商岳红所言：“去涧村嘛，太麻烦了，涧村只做

裤子。那些客户来（织里）拿，裤子、衣服，这边全

有。她过来拿衣服，顺便把裤子带过去这样……

这边一条街比涧村做衣服的都多，不要说几条

街。”�I1同时，在织里镇庞大集群的吸引下，涧村的

部分工厂和劳动力也开始向织里镇转移。事实

上，无论是产业集群内部各企业间分工协作的程

度和经验扩散的速度，还是在全国童装市场中的

竞争力，涧村童装产业的集群效应已经远远落后

于织里童装生产基地。

第三，通过控货形成的厂商和销售商之间的

锁定关系，在外部结构的变化下，弊病逐渐显现。

一方面，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家在

短时间内进行货币政策的调整，通货膨胀期间涌

向楼市和股市的资金在银根收紧的情况下难以

迅速回笼，实体经济资金链出现严重断裂（郭昊，

2012；梁亚，2012），这尤其体现为杭州、温州等地

“炒房团”的崩盘。事实上，涧村童装工厂的杭州

销售商也陷于这一危机，元气大伤。举例而言，

涧村销售能力最强、厂商资源最多的杭州批发商

陈凛，正是因为在这一时期“炒房”受创，资金链

断裂，只好将店面盘给店员，彻底退出了童装市

场。在“连环赊欠”�I2的资金运转体系下，当销售

商资金无法回笼，上游的童装工厂便会出现同样

的问题。2010年后，涧村有 10家童装工厂因销售

商拖欠童装购买费用而向法院提起诉讼。上游

的水洗厂、面料厂和辅料厂同样受到波及，2010
年至 2015年间，有 6家童装工厂因拖欠布料费而

被起诉，相比于 2005年至 2010年间只有一例此

类诉讼案件的情况，这种经济纠纷明显增多。�I3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杭州销售商掌握的

二级批发商和零售商逐渐定型，加之自身因年龄

增大所导致的市场敏锐性下降，杭州市场的销售

规模急剧缩小。原先能够占到出货量 70％的杭

州客户，逐渐萎缩至 10％—20％，有些销售商甚

至直接“跑路”或者停业。正如前文所言，在控货

模式下，涧村的童装销售主要依赖杭州的批发市

场。因此，当杭州市场萎缩，童装工厂的生产和

出货就会受到严重冲击，按照童装老板们的普遍

说法：“被控货给控死了”。�I4在这一时期，童装厂

商和销售商之间关系的紧密和定型，实质上放大

了结构变动下的风险。

正是在地方政策支持不足、产业集群优势消

减、社会关系定型将危机放大这三重因素的影响

下，涧村童装产业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2015年
至 2016年，涧村有多家企业选择停业，或者搬至

织里童装生产基地。仅从滨江县童装协会的成

员来看，在 24家副会长单位童装企业中，便有 10
家在这一时期离开了涧村。

四、打破嵌入性悖论：

嵌入关系的调整与扩展

2015年，当多家童装工厂搬离涧村时，无论

是地方政府还是村庄内部，都对留下来的工厂普

遍看衰：“在 2015年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涧村的

童装肯定要全部死掉的了。”�I5但从今天来看，涧

村的童装产业并未走向消亡，反而在突围下再度

发展。事实上，在地方政策支持转移和产业集群

优势消减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涧村童装厂商只能

195



2023/06 开 放 时 代

通过对关系网络与附着于其上的分销渠道进行

调整来寻求出路。

正如前文所言，在涧村童装产业的发展过程

中，童装厂商和销售商在控货模式下的紧密联结

助推涧村童装产业进入黄金时期，但在金融危机

等外部因素的冲击下，控货形成的锁定式关系实

质上使童装厂商陷入嵌入性悖论的困境，即嵌入

关系在连接资源的同时，也面临因过度嵌入而导

致的网络内部封闭化和僵硬化的风险，一旦其核

心组织受到冲击，整个体系都会遭遇危机（Uzzi，
1997）。这一悖论的实质在于，保证网络内部的

嵌入性和推动网络向外扩展存在相当大的张力。

为了破除这种“牢固的依附”（布劳，2008：231-
232），乌兹（B. Uzzi）的解决方案是在“嵌入关系”

的基础上扩展“市场关系”，在“整合的网络结构”

的搭建中进一步吸纳外部的资源与机会，由此产

生更高的组织绩效。沿着这一思路，通过合同和

契约等方式建立起非人格化的普遍信任和规范，

也被视作打开封闭网络，以建立市场关系，实现

更 广 泛 合 作 的 重 要 方 式（Lazzarini，Miller &
Zenger，2008）。但是，从涧村童装厂商的实践来

看，他们并没有通过发展市场关系走出困境，反

而依旧是围绕着嵌入关系进行扩展与激活。

作为童装厂商与销售商嵌入关系的关键，从

2015年开始，涧村的童装工厂开始对控货模式进

行调整。

第一，就杭州的销售市场而言，童装工厂开

始寻找新的优质销售商，拓宽已经定型的分销渠

道。以蓝猫童装厂（以下简称“蓝猫厂”）为例，

2016年，为了打开销售市场，老板祝磊开始与杭

州四季青服装批发市场的销售商宋洋合作。在

此之前，蓝猫厂在杭州只有苏莉这一位销售商，

已经合作十年。就此时而言，除杭州市场的店铺

外，宋洋团队在全国还有两家店，他的表弟谭涛

在北京开店，朋友在济南开店，分别负责不同区

域的市场，销售能力和范围已经超过苏莉。不

过，此处的关键问题是，在控货原则下，厂商如何

处理同一市场中新旧销售商之间的关系？

从实践来看，在杭州市场寻找新的销售商，

并不意味着与之前的销售商斩断联系。对于此

事的处理，祝磊采取了“分版”这一折中的形式。

在设计好下一季的所有童装版型后，由苏莉先挑

版，然后剩下的版使用另一个品牌发给宋洋。这

一做法最大程度淡化了同一市场中销售商之间

的冲突。对于苏莉而言，优先选货权能够保证其

选到最心仪的产品，同时换吊牌的形式也避免了

其与宋洋针对同一产品的恶意竞价。而对于祝

磊而言，宋洋的加入也帮助其迅速拓宽新的销售

渠道。除换吊牌之外，不少工厂也以“贴牌代产”

的形式进行操作。此前同样在杭州只有一位销

售商的董晨在 2015年与新销售商杨博合作，董晨

没有自己再做一个品牌，而是直接挂杨博家自有

品牌的吊牌发货，这样就能够在增加销售量的同

时，更大程度减少对原销售商造成的冲击。

这种处理方式的微妙之处在于，童装厂商并

没有在经济效益的考量下直接更换掉生意逐渐

下行的旧销售商，而是在维护控货原则的前提下

尽量保全多方的利益，降低销售商之间竞争和冲

突的可能性。在这一时期，虽然多家童装工厂开

始通过分版和换吊牌的方式在杭州寻找新的销

售商，但是大多数工厂仍然与原销售商保持着合

作关系。2016年，在合作已经超过 15年的杭州销

售商吴林生意下行的情况下，白兔童装厂的老板

杨茹通过分版的形式与新销售商孙安开始合作，

目前来看，后者的销售量远高于吴林。不过，杨

茹依然与吴林保持合作：“吴林时间是比较长的，

不过生意是没他（指孙安——引者注）好的，不过

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有感情了，也说不出口……大

家都有感情了，不管货卖得好不好，情义还是在

的。”�I6事实上，如果单纯从经济效益考虑的话，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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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集中发给孙安能够产生更高的效益。但正

是因为这种“说不出口”，童装工厂与新旧销售商

同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相反，如果直接切断与

原销售商的联系，或者频繁更换销售商，便会被认

为“商业气息太重”。�I7对此，不少涧村童装厂商

都有过类似的表述，这一点被普遍认同。

第二，就全国次级批发市场而言，涧村的童

装工厂也在积极寻找和培育新的销售商。从

2015年开始，厂商对于次级市场的重视程度明显

提高，全国各地的控货型销售商越来越多。不

过，在这一过程中，童装工厂在次级市场的开拓

和让渡中也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一方面，童装工厂逐渐拿回临近杭州的次级

市场的发货权。正如前文所言，2005年时，童装

工厂曾经将常熟、义乌、上海等临近杭州的次级

销售市场的发货权“让”给杭州销售商。但是在

2015年之后，童装工厂与义乌等地次级市场的销

售商重新建立起直接合作关系。以飞帆童装厂

为例，在 2005年之前，工厂在义乌和上海都有自

己的销售商，后来在杭州市场控货之后，便完全由

杭州销售商汪鸣向两地发货。不过，随着杭州市

场消化能力的下降，2016年，飞帆童装厂开始重

新与义乌、上海两地的童装销售商合作，�I8而汪鸣

则退出了两地市场。就这一过程的发生而言，杭

州销售商并没有主动提出反对并进行阻挠，而是

非常自然地“默许”了这一行为。正如飞帆童装

厂老板唐炎所言：“不用说的，自己每个人心知肚

明……她自己也觉得没必要再说了，自己量也不

大了。”�I9站在杭州销售商潘杰的角度，这种“心知

肚明”恰恰是“不好意思”：“自己接不上了，也不

好意思再拿着”，�20在其看来，销售量的多少不是

简单的生意指标，而是一种对厂商的义务，在控

货的紧密联结下，如果销售量过低，销售商自身

就会将其视作一种情理的亏欠。因此，当销售商

生意下行时，其本身便会做出让步，给予厂商更

多的空间。也正是在这样一种默契中，童装厂商

和旧销售商非常平稳地实现了杭州附近次级市

场的交接。

另一方面，童装工厂也在全国其他区域积极

开发新的次级市场。就这一点而言，童装工厂面

临的一个问题在于，杭州等一级市场新合作的销

售商在积累客户、扩大销量的动力下，也在开拓

次级市场，因此同一目标下的两者存在着潜在的

竞争和冲突。对于这一问题，厂商和新销售商遵

循先到先得的原则：如果是童装厂商在某次级市

场中一直有控货型批发商，或者先于一级市场批

发商在次级市场中设置固定客户，那么一级市场

的销售商便不能再向这一次级市场的任何店铺

售卖该品牌的童装。反之亦然。2021年 7月，笔

者在祝磊的蓝猫厂看到这样一幕：来自青岛的童

装销售商侯雪专程来到厂里“控诉”，原因是杭州

销售商宋洋将蓝猫厂的童装发到自己所在的即

墨童装市场的一家店铺，于是两家店开始恶意竞

价。由于祝磊已经与侯雪合作三年，经过协调，

宋洋承诺今后将不再向自己在即墨市场的客户

发蓝猫厂的童装。同样，蓝猫厂之所以不向河

北、内蒙古等二级市场发货，也是因为宋洋的表

弟谭涛在这些地方已经有稳定合作的销售商。

正是在先到先得的原则下，童装厂商与新销售商

对次级市场进行了有序的划分。

整体来看，一方面，童装工厂通过分版等形

式在杭州市场增加新的销售商，在不损害控货原

则的基础上拓宽了杭州的销售市场；另一方面，

通过开拓新的次级销售市场，全国范围内的控货

型销售商明显增多，借此打开了新的销售渠道。

通过整理涧村托运站的 2718条童装发货记录，我

们能够发现，涧村的童装工厂已经在全国多个次

级市场拥有了稳定合作的销售商。更为重要的

是，在分销渠道拓宽的过程中，控货的底色和原

则并没有改变，无论是长期合作的杭州销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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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新纳入的销售商，与厂商都保持着基于深度

责任与义务的嵌入关系，并据此形成了一套全国

范围销售市场划分的稳定秩序。

回到嵌入性悖论，我们能够发现，面对 2010
年后涧村童装产业因过度嵌入造成的销售萎缩，

童装厂商并没有通过纳入市场关系或者建立正

式合同等方式进行调整。一方面，就新纳入的销

售商而言，厂商与之建立的依然是控货型的深度

嵌入关系，而非普遍性的市场关系；另一方面，就

新旧销售商的关系而言，在基于控货原则的平衡

和微妙的折中下，童装厂商既没有斩断与原销售

商的合作，也避免了同一市场内新旧销售商的冲

突。显然，在涧村童装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嵌入

性悖论的打破不在于市场关系的建立，而在于嵌

入关系本身的调整与激活。

进一步而言，涧村童装厂商走出过度嵌入的

关键在于各方的将心比心。在嵌入性悖论的假

设和推论中，之所以通过市场关系进行补充而不

触及嵌入关系本身，根本原因在于嵌入关系在克

服潜在不确定性与达成可预期稳定合作方面具

有市场关系无法取代的功效，并且能够在互惠与

信任的培育中获得长期回报（Uzzi，1999，1997）。

这一命题虽然在“经济行动嵌入社会关系网络”

（Granovetter，1985）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关系

的嵌入性面向，但是其实质逻辑仍然是将嵌入关

系视为总体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一个条件，关系的

厚薄远近仅仅是行动双方在博弈中获取更多收

益的一个筹码。正是在这一逻辑下，打破嵌入关

系形成的信任结构在总体效益的考量下具有较

高的成本，嵌入关系也由此愈加强化定型，这种

难以调整的特性也构成了过度嵌入困境形成的

关键。而涧村的童装工厂之所以能够走出困境，

根本原因正在于厂商与销售商在道义而非完全

自利原则下对彼此处境的切身考虑。正如前文

所言，在自身消化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出于对童

装工厂生产的考虑，杭州销售商便“不好意思”继

续垄断次级市场的发货权；同样，出于对杭州销

售商生意的考虑，童装工厂对于因对方生意下行

便斩断联系也“说不出口”，因此通过分版的形式

在扩展自身销售网络的同时尽量保全对方的生

意。不难发现，嵌入关系的调整，不是一种厂商

基于成本与效益做出的与销售商继续捆绑或者

彻底解绑的单向行动，而是一种为对方考虑和负

责的双向互动。正是由于将心比心的理解和体

谅，销售商才会将厂商的适度松绑视作理所当

然，厂商也将尽可能保全销售商的生意视作应当

责任。因为双方并未将关系的调整看作各自利

益增损的工具，乌兹所描述的嵌入性悖论中因嵌

入关系的调整造成的冲突实际上便被化解，经过

双方各让一步，原本过度嵌入的关系在彼此的高

度默会中得到自洽的调整，厂商由此顺利走出过

度嵌入的困境。

事实上，与湖州织里镇相比，扩展后的嵌入

关系也构成了涧村童装产业的竞争力。正如前

文所言，2010年后，面对织里童装生产基地这一

规模远超自身，生产链条更加完备的集群，涧村

的童装产业在集聚效应方面几无竞争力。不过，

不同于涧村厂商控货的销售模式，织里镇的童装

工厂主要凭借产业集群和区位优势所带来的巨

大客流量，以上门拿货的散客为主，�21即使对于长

期合作的销售商，也不会保证在同一市场内只发

给其一家。在这一点上，从涧村搬到织里镇的工

厂也是如此。在搬迁之后，便不再向原先杭州、

北京等地的销售商控货，正如岳红所言：“以前我

们在涧村一样的，杭州给一家嘛。现在我这里，

杭州随便，谁来都给他的……控货卖，客户的利

益好一点。”�22因此，在搬到织里镇之后，厂商与销

售商便陆续断了合作，用杭州销售商刘聪的话来

说，“皇帝的后宫都跑了”。�23对于销售商而言，能

够提供稳定货源并且避免同行竞价的控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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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更有利。因此，随着控货型销售商的增多，

涧村的童装产业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织里童

装产业集群的影响和冲击。在 2020年和 2021
年，有四家原先搬到织里镇的童装工厂重新搬了

回来，涧村童装产业逐渐走出颓势。

五、通合性网络：实质合作与内在基础

正如前文所言，2010年至 2015年间，地方政

府支持政策的退场和湖州织里产业集群的竞争

使得涧村童装生产的问题逐渐暴露。一方面，童

装工厂有限的厂房限制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另一

方面，普遍存在劳动力转移和工人年龄结构偏大

的情况，“用工荒”问题严重。因此，在外部销售

市场再次打开的情况下，如何突破厂房和劳动力

的限制，成为工厂继续发展的关键。对此，工厂

的策略是通过向外加工厂发包，实现生产空间和

生产规模的扩展。

从 2015年开始，涧村的童装外加工厂逐渐增

多，成为童装工厂生产的重要补充。外加工厂的

老板多是外地人，常年在涧村打工，一般是车间

管理人员或者裁剪师傅出身。他们开办外加工

厂后，将家乡的亲朋迅速聚拢，此后，工人们也陆

续介绍自己的亲戚、同乡和朋友过来，由此形成

了一支稳定的工人团队。相较于本地出生成长

的童装工厂老板，外加工厂的“领头人”在工人聚

集和协调方面具有前者无法比拟的优势，通过亲

缘、地缘等关系能够迅速有效地组织生产。从规

模来看，外加工厂的工人数量在 10人到 30人之

间。而对童装工厂而言，在将部分订单交给外加

工厂生产的情况下，虽然每件童装的净利润不如

在本厂生产时高，但外加工厂相当于一个独立运

转的生产部门，童装厂既不再受制于现有厂房和

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生产规模得以扩大；同时，也

无须操心工人和厂房的管理问题，消防、安全等

问题可完全交由外加工厂处理。

通过吸引和组织劳动力，外加工厂实质上扩

大了童装工厂的生产规模，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厂

房不足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涧村，童装工厂

与外加工厂的合作关系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全

包式，即无论在销售旺季还是淡季，童装工厂每

天都会将部分订单发给外加工厂，而外加工厂在

能够“吃饱”的情况下也只会为这一家童装厂生

产：“其实就和我们的内厂一样，内厂有得做，他

们也有得做。”�24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

“一对一”的关系，在市场需求量大的旺季，当本

厂的生产量不足时，外加工厂能够确保只为自家

生产产品，以达到客户的需求。但压力在于，在

销售订单较少的淡季，即使本厂能够足额生产，

也需要拨出一部分版型交给外加工厂生产。二

是半包式，即童装工厂只需要在本厂生产压力较

大的旺季将部分订单交给外加工厂生产，以解燃

眉之急。这种方式对童装工厂来说基本没有压

力，淡季时只需保证本厂生产即可。但从现实来

看，旺季的时间基本一致，外加工厂往往能够接

到多家的订单，因此很难保证童装工厂能够第一

时间拿到生产好的货品。

以繁星童装厂（以下简称“繁星厂”）为例，它

的 8家外加工厂中，有 5家为全包式，只为繁星厂

生产童装；3家为半包式，也生产部分成人服装

（见表 1）。先看全包式的外加工厂，其中 3家的负

责人梦华、老齐和小佟，目前都在繁星厂工作。

来自湖北黄石的梦华 2017年进入繁星厂，负责打

版工作，并很快成为设计团队中的主力。一年之

后，梦华组建了一支团队，开始为繁星厂加工童

装，她白天在繁星厂上班，晚上则回到加工厂对

其当天生产的童装进行检查。来自江西的老齐

和来自四川的小佟也是类似的情况，他们两家从

2020年开始为繁星厂加工童装，比梦华家稍晚。

老齐与梦华同一年进入繁星厂，也是负责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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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繁星童装厂的外加工厂

类型

全包式

半包式

加工厂负责人

梦华

老齐

向辉

小佟

秋月

陈晨

宋润

夏琳

与童装厂关系

打版师

打版师

前员工

裁剪师

老板朋友

／

／

／

工人数量

18
10
15
15
12
20
15
10

日产量（单位：件）

700
400
600
600
500

500—600
500—600
400

生产类型

童装

童装

童装

童装

童装

成人服装、童装

成人服装、童装

成人服装、童装

目前由他的弟弟和弟媳负责加工厂的管理。小

佟是裁剪师，他的父亲也是繁星厂的裁剪师，已

经在厂里工作了 15年，属于最老的一批员工。除

此之外，向辉是梦华的前夫，以前在繁星厂负责

车间管理。秋月是本村人，与繁星厂老板林妍是

多年的朋友，因为销售客户不多，2016年时本想

关厂停工，后来在林妍的劝说下保留住工人，专

门为繁星厂进行童装加工。从实际运作来看，外

加工厂“领头人”与童装工厂老板的深度联结一

方面能够保证外加工厂的生产质量，保证生产的

有序运转，另一方面也是对童装厂骨干员工的

“福利”与激励，正如老齐所言：“有了这个外加工

厂，感觉自己也是其中（指繁星厂——引者注）的

一员了，自己在给自己打工。”�25在涧村，这一情况

并不少见。刘东经营的驰牛童装厂（以下简称

“驰牛厂”）有三家外加工厂，第一家的负责人是

驰牛厂裁剪师的女婿；第二家的负责人原先在驰

牛厂做车间管理人员，也是刘东妻子的远房表

姐；第三家的负责人目前是驰牛厂的裁剪师。这

三家全包式外加工厂一年总共可以生产 15万条

童裤。

除全包式外加工厂之外，半包式外加工厂同

样是扩大生产规模的重要保证。对于规模中等

及以下的童装工厂而言，单独“养”一家外加工厂

的成本非常高。如果在销售淡季将部分货品交

给外加工厂生产的话，就会减少工厂内部的生产

配额，在计件薪酬的结算方式下，工人的工资势

必受到影响。因此，半包式外加工厂最重要的作

用在于满足销售旺季时的出货需要。这种外加

工厂为了保证全年有活可做，一般会接手多家工

厂的订单。对于童装工厂而言，如何在销售旺季

保证外加工厂优先为自家生产便是关键。

但是对于外加工厂而言，旺季时优先为哪一

家工厂生产恰恰是基于感情的考量，而这一标准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童装工厂在淡季时的作为，正

如外加工厂老板洪宣所言：“一个好的客户不光

考虑货源，员工的收入、情绪他全部都要考虑进

去……有感情就是说，他考虑到工人切身实际的

情况，淡季的时候他有些货可以做可以不做，但

是他宁愿靠起来，也会安排裁剪接上。有的客户

会觉得停下来是你自己的事情……你的货急的

时候，需要有人帮你‘冲一把’的时候，工人愿意

为你付出那一段时间，多付出几个小时帮你把那

批货完成掉。”�26也就是说，童装工厂和半包式外

加工厂的合作基于彼此的相互考虑，在订单较少

的淡季，童装工厂愿意拿出部分订单维持外加工

厂的正常运营；而在订单较多的旺季，外加工厂

则愿意通过“冲一把”的形式为童装工厂紧急生

产。这里的关键在于能否将对方的“停下来”或

者“做不出来”当作自家的事情进行处理。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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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装工厂仅仅将半包式外加工厂作为“应急”的

选项，那么外加工厂也不会尽心为其生产。因

此，不少童装工厂在淡季时会拨出部分版型，缓

解半包式外加工厂的订单压力。同时，两至三家

童装工厂共养一家外加工厂的方式也成为一种

选择。比如涧村的邓松和邱坚，两家合用一家外

加工厂，在淡季时都匀出一些订单，在旺季时外

加工厂则在协作下轮流为两家生产。

需要注意的是，在外加工这一形式外，村庄

中还有一种订单外派的方式，即亲属间的帮衬。

乐童童装厂目前有二十位左右的工人，老板娘叶

娴的弟弟叶然也在村中开办童装厂，目前只有六

位工人。在弟弟生意较差，没有订单的时候，叶

娴会拿出两版交给弟弟做。但是这种订单的分

配与交给外加工厂完全不同，其布料、生产、水洗

和后道都由弟弟家的童装厂完成，所有的利润也

全部归弟弟。在叶娴看来：“这就是亲戚间的帮

忙……没活做，工人们一着急就跑了，也就先拿

两个版做着，应应急。”�27这种亲戚间的帮衬在村

庄很多工厂中都存在，这也保障了小型童装工厂

的持续运行。

不难发现，在应对厂房不足和劳动力短缺的

问题上，涧村内部形成了一套相辅相成的生产体

系。对于规模较大的童装工厂而言，其能够通过

外加工厂的形式扩展生产来源，满足销售端的需

求。而对于规模较小或者没有销售客户的工厂

而言，其也可以通过接受大工厂的订单或亲朋的

帮衬继续运转。整体来看，不同于以往各家分散

经营的状况，“订单＋工人”的互补使得童装厂

商、销售商和外加工厂商形成了一个实质连接的

通合性网络，即在打通原本凝滞的关系节点的基

础上搭建起多方的深度合作，由此走出地方政府

支持不足、产业集群优势不再及社会关系定型造

成的困局，继续发展。事实上，这种扩展后的合

作网络正是温州模式在多重因素下的调整与

变形。

就形态而言，这种基于网络的业态并不罕

见。沿着“灵活专业化”（Piore & Sabel，1984）的

讨论，区别于市场和层级制（Williamson，1975），

基于互惠形成的网络已经成为一种极具灵活性

与适应性的重要组织形态（Powell，1990）。就涧

村童装产业在产销两端的通合性网络来看，其在

形态上与台湾地区的纺织业、鞋业等产业中不同

层次和规模的中小企业在资源搭配下形成的“弹

性化协力企业组合结构”有相似之处。通过“黑

手变头家”（谢国雄，1989）等方式，以内包型和外

包型加工厂进行分散生产。不同于以往研究对于

中小企业联盟和生产网络的形式化理解（Fried⁃
man，1988），弹性化协力企业组合结构的突破之

处在于从“生活结构”出发，充分展现出网络中行

动者选择和策略的丰富面貌，并提出“情感与利益

加权关系”的“协力网”这一实质性社会连带，即特

定情感和普遍性利益在不同情境的结合下会产生

不同的连接作用（陈介玄，1994：239-242）。

不过，尽管这一概念尝试对协力网进行实质

意义的理解，并对关系的内在面向进行区分及模

型化，但是其仍然将关系处理为具有“实用性格”

的资本，以及“一种经济的社会策略”（陈介玄，

1998：237-247）。也正是在“形式理性”的预设和

参照下，协力网的出路只能是由“组合结构”到达

“严密职能分化及系统调配的组织化层次”，通过

整合凝聚成形式化的制度形态，由此具备组织效

能（陈介玄，1994：170-174）。就这一点而言，弹

性化协力企业组合结构虽然对产业现象具有相

当强的解释力，但是仍然未能免于对经验实际的

简单化和理想化（黄宗智，2020），因而未能在实

质意义上触及这一网络背后心态层次的“精神世

界”（费孝通，2009b：442-444），反而消弭了这一

合作网络本身的面向和价值。

从涧村童装产业的变迁史中能够发现，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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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端得以在扩展的同时凝结为紧密联结的通合

性网络的基础，并非行动者对各自利益或短期或

长远计算下的匹配，而是由于对彼此将心比心的

“感通”，以及背后实质性的“行动伦理”（周飞舟，

2018）。这一点，正是通合性网络与形式上由不

同节点和边线搭建起的连通性网络的关键不同。

正如上文对于走出过度嵌入困境的分析，倘若没

有这份同情共感，厂商不会认为在原销售商生意

下行时提出不再合作是一种“说不出口”的行为；

同样，销售商也不会“不好意思”垄断临近杭州的

销售市场。倘若没有这份同情共感，厂商也许只

会认为“停下来是你的事”，而不会在淡季冒着压

货的风险拨出部分版型交给半包式外加工厂生

产；同样，半包式外加工厂也不会在生产紧张的

旺季为厂商“冲一把”。事实上，正是在外加工厂

商与童装厂商之间，以及童装厂商与销售商之间

的相互考虑下，这张产销之间的网络得以通合，

并具有相当大的弹性和韧性。基于此，蕴于其间

的各方自觉或不自觉秉持的伦理，恰恰反映出行

动者依循的不是一种基于“利害”的资源交换逻

辑，而是一种被普遍承认的“道义关系”（费孝通，

2009c：255-258），这正是产销网络得以扩展但同

时能够保证嵌入性的原因所在，也是在实质意义

上同“整合的网络结构”或“组合结构”的根本

区别。

六、结论与讨论

回到本文提出的问题，当地方政策、市场环

境和社会关系无法提供必要的支持时，乡村工业

是如何应对并保持韧性的？作为案例，涧村童装

产业的变迁提供了一种基于过程的可能回答。

2010年后，伴随着地方政府工业发展方向的转

变，更大规模产业集群的竞争，以及关系定型下

主要销售渠道的受创和堵塞，涧村童装产业陷入

困境，被普遍看衰。不过，自 2015年开始，这些童

装工厂也在进行调整，在销售一端，在不伤害控

货原则的情况下，通过对杭州销售市场的疏通和

对次级销售市场的开拓，重新激活分销网络，走

出了过度嵌入的困境；在生产一端，通过与外加

工厂的互补及合作，实现有限厂房和劳动力条件

下的生产扩展。整体来看，正是通过在产销两端

建立起的连接童装厂商、外加工厂商和销售商的

合作网络，涧村童装产业才得以在多重支撑要素

失灵的情况下走出困境，继续发展。

从这一过程来看，通合性网络的建立成为散

布在村庄和集镇中的小微企业在市场大潮下仍

然保持相当活力和韧性的关键。具体而言，通合

性网络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

“合”的角度看，通过吸纳外加工厂进入生产环节

和次级批发商进入销售环节，网络内的合作主体

不断丰富，网络自身的体量与规模也随之扩展。

其二，从“通”的角度看，这一网络并非完全按照

以往依托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体系运转，而是通

过社会关系的调整与激活打通原本凝滞的节点，

实现合作体系的更新。正是在更多主体的连接

和关系结构的疏通下，通合性网络得以建立，并

作为多重支撑要素消退情况下的应对之法，有效

解决了生产场地不足、劳动力短缺和销售渠道狭

窄等诸多问题。从这一点出发，如果接续“乡村工

业的合作何以可能”这一民国以来社会学家、经济

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甘阳，1994；傅春晖，2016），

我们能够发现，乡村工业的发展与形态实质上受

到多重因素的形塑，对其进路和空间的分析必须

考察地方政策、市场环境这些结构要件的组合与

变动，否则只能做出应然意义上的判断。诸多温

州小微企业之所以通过通合性网络的方式进行

合作，而非完全走向股份合作制（崔之元，1997：
105-109；黄宗智，1992；金祥荣，2000）或成为有

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董辅礽，2002），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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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不同企业面临的客观结构条件存在差异。

就当下而言，在小微企业普遍面临外部支持与资

源空间有限等问题的背景下，在实践中形成的通

合性网络，于实质意义上提供了一种乡村工业走

向合作的可能面貌。

而就通合性网络的实质内涵而言，对社会关

系进行调整和激活的基础，恰恰在于关系结构中

亘久稳定的“伦理”底色。正如梁漱溟对于“伦理

关系”的阐释：“互以对方为重，彼此互相负责任，

彼此互相有义务之意”（梁漱溟，2018：66），伦理

关系实质上是互为彼此考虑的义务关系，伦理本

位与个人本位的分野也成为中西社会形态最关

键的区别。通合性网络之所以能够打破嵌入性

悖论并将嵌入关系进一步扩展，正是得益于这种

以他人为重的伦理的支撑。在对彼此处境将心

比心的理解下，厂商和销售商并未将嵌入关系的

调整视作获取自身总效益的博弈工具，相反，两

者在互相体谅难处的基础上主动让步，在各自认

为理所当然的意会中达致平衡，最终走出过度嵌

入的困境。这种看似最平常、最平淡无奇但又最

深刻、最核心的意会，实质上正是伦理结构在日

常生活中的映射（费孝通，2009b：449-452），通过

观念系统的深植，过度嵌入困境的打破得以在彼

此不言而喻的默契中平顺完成。事实上，正是由

于伦理本位，行动主体才能够根据实际变化和彼

此处境适时地做出改变，“互相感召，有施有报”

（梁漱溟，2011：210），关系网络由此不至于僵化

固滞，而能够在将心比心的考虑中实现灵活的调

整与更新。因此，网络的调整并非节点和边线在

形式上的断与连，而是各个行动主体在伦理结构

下根据具体情境做出的顺其自然的形变。伦理

结构实质上赋予了行动者关系调整的充分空间

和可能性，并在实践中生成新的连接形态。这也

正是通合性网络得以打破嵌入性悖论，并将诸多

主体凝结为一体结构，实现关系嵌入与扩展并行

不悖的根本原因。

推而言之，在当下的经济生活中，伦理本位

并未隐遁消亡，其既体现为“社会底蕴”（杨善华、

孙飞宇，2015）的绵延不绝，也体现在诸多内在自

洽的调整与变动中，两者实质是一体两面。如果

从“更进一步”的实质意义（肖瑛，2022）来看，通

合性网络呈现出的乡土社会经济的伦理底色，不

仅可以视作乡村工业走向合作的内在支撑，同样

也是变迁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应星，2022）。正如莫斯基于古式社会的交换行

为而对其所处社会的回观：“我们的道德以及我

们的生活本身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也都始终处

在强制与自发参半的赠礼所形成的气氛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还没有到一切都用买卖来考量的

地步”（莫斯，2019：113），基于深埋于精神与血肉

中情感的考察，体会“总体”运动和蕴于其中的活

生生的面相，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社会仍然极具

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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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时间：2022年 5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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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从具体运作来看，涧村的童装企业在“原料-生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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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5方育山，童装工厂老板，访谈时间：2021年 4月 3日。

�I6杨茹，童装工厂老板，访谈时间：2021年 8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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